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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　 本文所论“婚龄”,即古文献中之“昏龄”,为行文统一,除直接引文外均用“婚龄”。

②　 关于婚龄的汉代经学论述,主要赖清代陈寿祺《五经异义疏证》的辑佚得以保存。 据陈氏所引,以下即以

陈氏所辑材料为中心,分析汉儒的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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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 要:《五经异义疏证》所辑汉儒婚龄之争,以儒家经权思想为理论视角,探讨汉代婚龄制度的建构

逻辑。 汉儒以汉代象数宇宙论为依据,将“女二十、男三十”的婚龄设定建构为契合天道的礼制之“经”;又

通过婚龄区间、特例救济等方式,在坚守根本经义的前提下形成“权”的调适策略;同时明确阶层婚龄差异

是“礼有差等”之经的固有内涵,而非权变。 汉代婚龄制度通过经师论辩、官方礼制确立、国家政令落地等

路径实现制度化,最终达到经权合一,成为融教化与规训于一体的国家治理术。 这一微观礼制是理解汉代

儒家经权之道与礼治实践的重要载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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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经异义疏证》为清代学者陈寿祺所撰,该书以东汉许慎《五经异义》和郑玄《驳五经异义》的

散佚内容为基础,并辑录《通志》等书中相关学者的著述,附以“蒙案”按语考辨经学观点,涉及礼制、
刑狱、祭祀、田税等名目,力图呈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差异。 其中,婚龄之争尤为典型①:围绕

“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”这一核心命题,汉儒展开了关于宇宙论依据、身份差异、政治实践等层面

的深入论辩②。 比如:君主为何早于庶民婚配、何为“长殇”、早嫁娶是否合乎礼法等。 这些讨论表面

围绕年龄规定,实则关涉天道根据、身份等差、人伦秩序与政治治理等议题。
学界对汉代婚龄的研究,多集中于社会史或制度史层面。 如吕思勉在《昏年考》中整理记录了相

关文献[1]280 283;彭卫的《汉代婚姻形态》侧重于解读婚龄的结构及其影响[2]64 84;杨树达《汉代婚丧礼

俗考》以观点对应引文的形式呈现了汉代婚龄的分布[3]20 23。 近年来,部分学者关注汉儒针对二十、
三十婚龄的讨论,如王国雨指出此为儒家“婚姻以时”的观念[4]54 63。 然而,从“经权”哲学角度对《五

经异义疏证》所辑材料进行系统分析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。 本文对经权思想的运用,并非基于特定

师法、家法的经学传承,而是将其作为分析汉代制度逻辑的方法论工具。 这种视角有助于超越今古

文经学的门户之见,揭示经权思想如何作为一套通用的治理逻辑,贯穿于汉儒对婚龄制度的建构过



程之中。 “经”指源于天道阴阳的根本原则与礼制规范,包括根本之经与形式之经。 根本之经指阴阳

和合、礼有差等、重继嗣、人人有偶等伦理原则;形式之经指“男三十、女二十” 等具体礼制规定。
“权”则是在坚守根本之经的前提下对形式规范的合宜变通,遵循“权不离经” “反经而善”的原则①。
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,以《五经异义疏证》为核心材料,以汉代经权思想为理论框架,从天道之经的

宇宙论基础、人道之权的现实调适、经权合一的政治实践三个层面,剖析汉代婚龄制度的建构逻辑与

运作机制,以深化对儒家经权之道与汉代“以经治国”实践的理解。

一、天道之经:婚龄的宇宙论基础

婚龄的设计,不仅是维系宗族人丁兴旺的关键环节,更是国家维护伦理秩序、储备劳动力资源的

制度安排。 婚龄的设定,常被视为个体选择、社会习俗与生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然而,汉儒为何

援引《周易》《礼记》对“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”之说展开论辩? 基于汉代象数学的背景,三十、二
十之数是否蕴含深意? 其如何经由象数逻辑,被建构为法象天道的礼制规范? 汉代学者从“推天道

以明人事”的角度推算出理想婚龄,阐明男三十娶妻、女二十嫁夫是宇宙节律在人事中的自然呈现。
“先秦婚龄,周以前尚不可考。” [5]73 79 经学家对婚龄的考据始于周代。 王国雨指出,周代婚礼并

未记载初婚年龄,“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”的婚龄成为经学问题始于汉代[4] 。 相关材料如下:
　 　 三十曰壮,有室。 (《礼记·曲礼上》)

三十而有室,始理男事。 (《礼记·内则》)
十有五年而笄,二十而嫁,有故,二十三年而嫁。 (《礼记·内则》)
媒氏掌万民之判。 凡男女,自成名以上,皆书年月日名焉。 令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。 (《周礼

·地官·媒氏》)
由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的相关叙述可知,“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”的说法已有文献记载。 《周礼》

之载,示周代官方已有掌婚配之职,并将男三十、女二十作为理想婚龄。 然《周礼》成书年代尚有争

议,其所述制度是否确为周代实存,学界亦有不同看法②。 汉儒仍据此展开象数阐释,将文献所载的

二十、三十视为理想婚龄,进而推演其与天道的对应关系。 如“《尚书大传》曰:‘男子三十而娶,女子

二十而嫁’” [6]149。 故而,婚龄是汉儒建立规范(即“经”)之典型依据。
在汉代象数学体系中,奇数代表天数,偶数代表地数:
　 　 天数五,地数五,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 天数二十有五,地数三十,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。 此

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 (《周易·系辞上》)
天一、地二,天三、地四,天五、地六,天七、地八,天九、地十。 (《周易·系辞上》)

除奇偶数与天数、地数的对应外,“此言天地阴阳自然奇偶之数”更揭示了天数(阳、奇)与地数

(阴、偶)各自构成两种均等序列[7]286,且各有其极:天数之极为九,地数之极为十。 更为重要的是,
《周易·说卦》言:“参天两地而倚数。”郑玄注:“天地之数备于十,乃三之以天,两之以地。 而倚讬大

演之数,五十也。” [8]62 可见,三被立为天数的代表基数,二被立为地数的代表基数。 需说明的是,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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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论述可参考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十一年》《春秋繁露·玉英》《白虎通·诛伐》等篇。
陈顾远认为婚龄设置基于社会需要,《周礼》所载未必是真实的制度。 参见陈顾远:《中国婚姻史》,北京:商

务印书馆,2014 年,第 16 页。



代象数学以“三”而非最小阳数“一”代表天数之因是:对太极与生成的严格区分。 在《周易》体系中,
“一”象征太极,是阴阳未分的混沌本源,不可推演具体人事;而“三”代表天地人三才兼备,是天道产

生万物的完整状态。 《老子·四十二章》: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,明示唯“三”方具生成之能。
故一切人事制度的推演,皆以“参天两地”为据。

郑玄将此象数逻辑直接运用于婚龄解释。 他在注《周礼·地官·媒氏》时言:“二三者,天地相

承覆之数也。 《易》曰‘参天两地而奇数’焉。” [9]1034 二是地数之首,三是天数之基。 二十为地数二与

地数十之积,三十为天数三与地数十之积。 换言之,二十、三十并非随意之数:二十为地数之自足,象
征地道之圆满,标志着女性的成熟;三十是天数与地数之终的结合,表明男性须与女性结合方能达至

成熟。 需辨明的是,二十、三十的差异并非意味着男女各自独立完成成熟,而是以数理形式揭示了阳

必交阴方能成化、阴承阳乃可受孕的宇宙论模型。 郑玄引《周易》,从汉代象数学角度阐明二十、三十

为天地之数,证婚龄有其宇宙论渊源。 二十全由地数构成,三十则由天数与地数构成。 此差异乃阴

阳性质迥异之必然。 阳(天)以施、授为主导,必交于阴方能成其化育之功,所以三十(男性婚龄)必

须借助地数得以成;阴(地)以承、受为作用,只需自身圆满便可顺天(阳)而行,所以二十(女性婚龄)
仅需地数自乘即可。 此数理设计,实为汉代“阳主阴从”“阳施阴受”性别秩序的具体体现。

婚龄既以阴阳为理据,则阴阳之变亦可释男女生理之异。 《白虎通·嫁娶》言:“男三十而娶,女
二十而嫁何? 阳数奇,阴数偶也。 男长女幼者何? 阳道舒,阴道促。 男三十筋骨坚强,任为人父,女
二十肌肤充盈,任为人母,合为五十,应大衍之数,生万物也。” [10]453 男女婚龄之异,源于各自适合为

人父母的生理年龄不同。 女性二十岁时气血充足,可为人母;男性三十岁时身体强健,可为人父。 据

阴阳自性,阳之性舒展缓慢,男性需更长周期方能成熟,以胜任为人父之责,故宜三十而娶;阴之性急

促快速,女性较早成熟,故二十岁即可担任母职。 婚龄之所以如此设定,是因为它们对应着天道运行

节律在人身的具体展开。 人并非任意选择婚龄,而是顺应宇宙所赋之生命节奏。 二十与三十合为五

十,应为大衍之数,象征天地化育万物,此数理机制普遍适用于男女婚事。 如“《大戴》说:男三十、女
二十有婚娶,合为五十,应大衍之数,自天子达于庶人,同一也” [6]147。 二十与三十据阴阳相合之理,
效法宇宙的生化动力,夫妻之道即生生之道的体现,正如“物莫无合,而合各有阴阳……夫为阳,妻为

阴” [11]310。 婚龄乃汉儒依据天地、阴阳之数理而设置。 这套精妙的数理机制因合于天道而具有神圣

性,故能适用于自上而下的各阶层。
此外,汉儒为强化天道与婚龄的关联,通过建构“中古”与“太古”的婚龄设定来托古立说。 《大

戴礼记·本命》:“中古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,合于五也,中节也。 太古男五十而室,女三十而嫁,
备于三五,合于八十也。” [12]251 该说将婚龄划分为两个阶段:太古婚龄极晚(男五十、女三十),中古婚

龄适中(男三十、女二十)。 这表面上是历史叙述,实为一套精密的数理推演。 所谓“合于五”,乃指

中古婚龄三十、二十之和为五十,应大衍之数,象征阴阳中和、生化万物的理想状态。 所谓太古“备于

三五,合于八十”,乃极力推迟婚龄,以凑齐三、五、八十等奇偶之数,完成一种形式自洽的象数推演。
此婚龄远高于中古,正以极端数字反差,凸显中古之“中”的合理性与优越性,从而在数理与天道的框

架内确立男三十而娶、女二十而嫁的权威性与神圣性。
总之,汉儒以象数推演,将二十、三十之数建构为合于阴阳天道的神圣规范,为婚龄制度确立不

容置疑的“经”。 然而,这一源自天道的宇宙论模型必然面临复杂的现实。 当天道之经面对人道现实

时,儒家思想又当如何调适? 这便引出了“权”的逻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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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道之权:婚龄的阶层差异

三十而娶、二十而嫁作为天道之经,具有普遍性权威。 此理想模型遭遇现实,或需应对个体差

异,或需容纳身份等差,经学家如何自圆其说? 汉儒以“极限说”拓宽婚龄的年龄范围,并借助对阶层

差异正当性的论证,在经的原则下预留权变空间。
汉儒重新界定婚龄,谓二十、三十为礼制规定的嫁娶最晚年龄界限,此年龄前后皆有解释空间。

王肃、谯周的“极限说” 运用经权思想,将婚龄转化为一种可被理解的弹性区间,从而调和理想与

现实:
　 　 谯周曰:“……《周礼·媒氏》曰:‘令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而嫁。’ 《内则》云:‘女子十五而

笄。’说曰许嫁也。 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,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,先是则速,后是则

晚。 ……则三十而娶,二十而嫁,说嫁娶之限,盖不得复过此尔。” [13]399

《周礼·媒氏》疏引王肃曰:“《周官》云:‘令男三十而娶,女二十嫁’,谓男女之限,嫁娶不得

过此也。 三十之男,二十之女,不待礼而行之,所谓奔者不禁,娶何三十之限,前贤有言,丈夫三

十不敢不有室,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其家。” [6]150

谯周据《周礼·媒氏》与《内则》划定男婚女嫁的年龄区间。 女性十五及笄而获婚配资格,二十

而嫁为礼制所设上限。 由此形成“十五至二十”的婚龄区间:先于十五而嫁为“早”,因未及笄而尚未

成人;后于二十而嫁为“晚”,因已逾礼制之限;在区间之内,“皆得以嫁娶”,无早晚之分。 男子“二十

至三十”的区间,其理同。 此阐释既为早婚与晚婚划定清晰边界,又在边界之内给予充分的自由选择

空间。 对于谯周而言,早婚、晚婚的界定体现一种权变性的婚龄诠释,在婚龄范围内结婚合于礼制,
超过此范围则为越限。 权变之外,谯周明确二十、三十是“嫁娶之限”,以维护经的权威与嫁娶的边

界。 他强调嫁娶不能越过二十、三十,而非不能早于十五、二十。 这表明礼制对早婚的包容度更高,
该权变体现为默许、容忍和不干预,一端不限、另一端限制,更明经(二十、三十)之所在。 王肃亦以三

十、二十为婚嫁之上限。 王肃谓一旦超过婚龄的礼制界限,则可“不待礼而行之,所谓奔者不禁”:男
女不必完六礼之程即可自由结合,以制度的松绑(权变)确保婚姻的建立。 王肃又言男女“不敢不有

室、有家”,非重申礼制之强制,乃揭示人性内在的渴望:人至二十、三十,无论从生理成熟、社会期待

或心理需求而言,皆已“不能不”成家。 个体超出婚龄限制时,为达礼制的根本目的(人人有偶),“礼

之权”允许以“奔”的特殊形式来完成结合①。 此乃“反经而善”的体现:在特殊情境下,变通礼仪形式

(反“婚姻之礼”的经),以成就更高的伦理目标(合“人伦之本”的经)。 二人所释,表层之经是二十、
三十的嫁娶限制;深层之经则代表男女联结的人道追求与阴阳调和的天道规则;权体现为礼制界限

内的婚龄区间和补救措施。
是以,“极限说”的核心在于:它并未脱离经的框架,而是在礼制之中为婚龄预备充足的权变空间,

既可解释亦能行事。 婚龄的限度与针对晚婚的举措,皆遵循人伦之本。 至此,经与权于极限说中合一。
然极限说仅设置婚龄的时间范围,属于权在时间维度的弹性,却未考虑到更深层的身份等差———君主、
士大夫和庶民婚龄之异。 遂引出权在空间维度的弹性,即汉儒对各阶层婚龄差异的阐释。

“礼者,天地之序也。”(《礼记·乐记》)礼的本质即差序格局、等级制度的建构。 陈寿祺总结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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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礼之权”是经学家对礼文的解释、是婚龄弹性、特例与救济。



君、士大夫和平民的婚礼差异,以“冠有贵贱之异,而昏得无尊卑之殊”发“礼有差等”之叹[6]151。 婚

龄之经,体现为“礼有贵贱尊卑之等”。 婚龄的等差规定,并非对普遍原则的偏离,而是“礼有差等”
这一根本规范在制度层面的直接体现。 此基础上之权变,呈现为经学家运用“权”的逻辑论证并维护

此一差等秩序。
《大戴礼记》与《左传》关于天子与庶人婚龄是否同礼,有不同的表述:《大戴礼记》认为君民同

礼,《左传》则以国君十五生子为礼。 二者视角之异,蕴含经权之辨。
　 　 《异义》:“……古《春秋左氏》说:国君十五而生子,礼也;二十而嫁,三十而娶,庶人礼也

……”许君谨案:“舜三十不娶,谓之鳏。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,尚有兄伯邑考,知人君早昏娶,不可

以年三十,非重昏嗣也。” [6]147

《异义》:“人君年几而娶? 今《大戴礼》说男子三十而娶,女子二十而嫁,天子已下及庶人同

礼。 又《左传》说人君十五生子,礼,三十而娶,庶人礼也。 谨案:舜生三十不娶,谓之鳏。 《礼·
文王世子》曰‘文王十五生武王,武王有兄伯邑考’,故知人君早娶,所以重继嗣。” [6]148

《左传》区分国君与庶人婚龄的礼制差异。 国君十五岁生子,示其可能在十五岁或此前已成婚。
庶人则遵循礼制的二十而嫁、三十而娶。 《大戴礼记》则主张“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礼”。 二十、三十是

婚龄规范,现实婚龄的浮动属权变之常。 对君王而言,为什么会在如此早(甚至早于谯周所谓女性婚

龄的下限)的年龄结婚、生子? 许慎举周文王十五岁生武王,且武王有长兄伯邑考之例,揭示君主早

婚的原因,即“重继嗣”。 然许慎前文已言“知人君早昏娶,不可以年三十,非重昏嗣也”。 此二者看

似矛盾,实则一致。 两部经典是在分述同一事物的两个维度:《大戴礼记》言礼之经,即人人需婚配的

普遍原则;《左传》是在经的前提之下言礼之权,界定国君与庶人不同的婚龄之礼,既合乎现实又体现

二十、三十的具体规范,还符合更高层面的人伦根本。 许慎之论亦体现运用权变思维支持经的正统:
许慎先举舜三十未娶为鳏之例,似支持《大戴礼记》,但随后却用文王十五生子这个更有力的证据推

翻前说。 周文王为圣王典范,其十五岁生子的史实,直接证伪“天子庶人同礼”的命题。 至于“非重

昏嗣也”,乃归谬之辞———若坚持君民同礼而使君主晚年得嗣,实为不重国本,故许慎主张为人君破

例早婚。 君主负政治之责,早婚以延续国祚、稳固国本。 汉儒以君王的政治责任重于礼制的婚龄规

定,遂以权为国君早婚提供理据,最终落实并强化礼之差等这一根本之经。 因此,《左传》的记述与许

慎的论证,皆是用权变的逻辑保障经的立场。
士大夫既不同于帝王,不需要承担一国之重任;亦异于布衣,不受温饱所困。 因此,士大夫是否

遵循二十、三十的婚龄标准? 《仪礼·丧服》中关于“长殇”的丧服制度可窥一斑。 “长殇”是古代丧

礼中对十六岁至十九岁死亡者的特定称谓。 据此反推士大夫有早婚之例:
　 　 礼,夫为妇之长殇,长殇十九至十六,知夫年十四、十五,见士昏礼也。[6]147

“夫为妇之长殇”,即丈夫为妻子服丧。 若妻于十六岁至十九岁时死亡,考虑到复杂的婚礼程序

与婚后生活,则其妻结婚时应当在十六岁及以前。 妻子结婚时如此年轻,丈夫的年龄可能也不会太

大(十四、十五岁左右)。 在实际中,士大夫阶层的婚龄存在早于三十而娶的情况。 此与三十而娶的

通行规范相悖。 对此,郑玄提供了维护“经”的有力解释:
　 　 《礼记·昏义》正义引下云“若郑意,依正礼,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后娶。 及《礼》云‘夫为妇长

殇’者,关异代也。 或有早娶者,非正法矣。 天子、诸侯昏礼则早矣。” [6]147 148

郑玄仍然坚持士大夫的正礼是三十而娶,而“夫为妇之长殇”则属于异代之制,即前代夏、商的礼

制。 现实中早娶的特例并非礼法正道。 他重申只有天子、诸侯才可早娶。 郑玄以历史差异或非礼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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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此例,既维护了三十而娶作为士大夫理想标准的权威性(经),又承认了政治顶层的特殊规则(权)。
此外,对于“夫为妇之长殇”的另一种解释,即“妇为夫之姊之长殇”,则从文本上消解了士大夫

早婚的例证:
　 　 庄葆琛曰:“夫为妇之长殇,此句误。 女子笄则不为殇,况已适人乎? 《仪礼》‘缌麻三月’条

有妇为夫之姑姊妹之长殇,此所引必是妇为夫之姊之长殇也。 又见《士昏礼》,亦无可考。” [6]148

清儒庄葆琛谓女子及笄为成人,不称“殇”,已嫁之妇不得以殇服之。 是以,“夫为妇之长殇”于

礼不合。 其引《仪礼》辨明应是“妇为夫之姊之长殇”,即已婚妇女为其夫未出嫁便去世的姐姐服丧。
此考证在文本层面否定了“夫为妇之长殇”作为士大夫早婚之证的可能性。 客观结果是:消除一个可

能冲击二十而嫁这一规范的反例,维护了婚龄之礼的权威性。
庶民之二十而嫁、三十而娶,既为礼制,亦与国家政令结合而具强制性。 汉代“五算之罚”便是典

型。 此政令非“礼之权变”,而是基于人口增殖的现实举措。 该政令以“蕃育人民”为经,与经学阐释中

基于特殊情境的礼之权性质不同。 故而,平民的婚龄是被社会所规定的义务,是平民需尽力乃至自我

约束方能达成的社会时间表。 然而,平民在婚龄上并非全无自主权。 如前文所述,谯周、王肃之极限说

以二十、三十为婚嫁上限,其论述对象并未排除百姓。 在十五至二十、二十至三十的范围内,平民在理论

上拥有选择何时婚嫁的权利。 《周礼·地官·媒氏》又言:“中春之月,令会男女。 于是时也,奔者不

禁。”“奔者不禁”这一权变救济措施,原则上也适用于庶人。 在现实压力下,平民更可能被迫遵从早婚

的政令以避免惩罚,然经学家仍以礼之权作为衡量的尺度。 极限说之权、“令会男女”的规定与庶民相

关联,揭示经权思想旨在为各阶层提供一套从理想构设到现实运行的方案,而非仅服务于特权阶层。
上述阶层差异的阐释,呈现出经权思想在身份维度的应用。 而从更为根本的、超越阶层的人性之

经来看,君、臣、民在婚配所需的生理、心理年龄上并无差异。 对此,《大戴礼记·本命》已有系统论述:
　 　 故男以八月而生齿,八岁而毁齿,一阴一阳,然后成道,二八十六,然后情通,然后其施行。
女七月生齿,七岁而毁,二七十四,然后其化成。 合于三也,小节也。[12]251

此说以男、女八月、七月生齿,八岁、七岁换牙为生理发育的标记,以阴阳之气的交汇对应男女之

情的产生时机(十六、十四)。 陈寿祺以“加一”之说点明“专一系心”的伦理要求,揭示从自然气数至

伦理专一的跃升:
　 　 七岁之阳也,八岁之阴也,七八十五,阴阳之数备,有相偶之志。 故《礼记》曰:“女子十五许

嫁,笄而字。”礼之称字,阴系于阳,所以专一之节也。 阳尊无所系,二十五系者,就阴节也……阳

数七,阴数八,男八岁毁齿,女七岁毁齿。 阳数奇故三,三八二十四,加一为二十五而系心也;阴
数偶,故再成十四,加一为十五,故十五许嫁也。 各加一者,明其专一系心。[6]149

陈寿祺指出,女(阴)七(阳数)、男(阳)八(阴数)代表阴阳交错的初始状态。 从内在倾向而言,
十五岁时“有相偶之志”意味着个体在阴阳气机的层面上有所储备,有婚姻的意愿与可能:女子及笄

取字,代表可行婚配之事,其字(阴)系于未来的丈夫(阳),以表专一。 孔子对此已有明确辨析:“公

曰:‘男子十六精通,女子十四而化,是则可以生民矣。 而礼,男子三十而有室,女子二十而有夫也,岂
不晚哉?’孔子曰:‘夫礼言其极,不是过也。 男子二十而冠,有为人父之端;女子十五许嫁,有适人之

道。 于此而往,则自婚矣。’” [14]310 这表明,礼制所设定的二十、三十之龄,是基于对生理成熟(“可以

生民”)之后心理与社会化程度的考量,旨在“制其中”,以防“血气未定”或“过时则奔” [9]1399。
由此可见,存在一个基于阴阳天道与发育规律的普遍人性之经。 它构成了婚配的普遍可能性。

正是这一普遍性前提成为等差礼制之合理性的深层理据。 “专一系心”之普遍伦理要求,在面对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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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社会身份与责任时,其具体实现方式必然需要权变。 君主之心需首先系于国本,故早婚以重继嗣;
士大夫之心需系于家族,故择婚需以家世利益为权衡;庶民之心需系于家室,故需依令守时而婚。 普

遍的人性基础是经之起点,具体的社会呈现为权之等差,皆源于系心对象与责任之异。
综上,汉儒言权,非离经叛道,乃反经以合经。 如奔者不禁似违礼(反经),实促两性结合(合

经);五算之罚似苛政(反经),实保人人有偶(合经)。 此所谓“权不离经”。 因此,权的运用并非对经

的否定,而是在特殊情境中对经的守护。 礼制因之既保持理想高度,又具备现实韧性。 经学家在思

想层面的经权建构,最终应用于多样的人道之权,指向社会秩序的落实。 此道终由经学诠释走向社

会实践,成为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。

三、经权合一:婚龄的政治实践

前文已析汉儒以经权之道释婚龄制度的思想逻辑。 然而,一套精密的经学理论如何从文本走向

广泛的社会实践,成为治理的有效工具? 这涉及汉代“以经治国”的政治文化。 经学思想的制度化,
遵循以下路径:其一,通过博士议政、朝堂论辩(如石渠阁、白虎观会议)等方式确立经义为官方共识,
为制度制定提供法理依据;其二,在行政与司法中以经义决狱、议政,将经典原则应用于具体案例,形
成判例与政策先例;其三,通过诏令、律法的颁布,将经义精神吸纳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政令。
婚龄制度正是这一转化过程的典型产物。 国家对于婚龄的规定与推行,并非简单照搬经典条文,而
是在消化经学和经权论述的基础上,结合现实治理需求所制定的具体政策。 经权合一的逻辑,在婚

龄制度的现实运用中得到充分体现①。
婚龄规定是国家的统治手段之一,是国家通过对个体生命时间的调配,实现人口生产、劳动力储

备与军事力量增长的治理技术。 先秦已有因政治需求而调整婚龄之先例,至汉代则经学化、制度化。
春秋战国,祸乱频繁,各诸侯国为扩大国家规模,争取更多劳动力,扩充更多兵力,多推行鼓励乃至强

制性的早婚政策。 “越王勾践蕃育庶人,欲速报吴,使男二十而娶,女十七而嫁。” [15]1659 君王从个人

情感的层面(复仇)要求平民早婚,以便生产人口,为战争储备兵力。 “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间,有鹿门

稷者,行年七十而无妻……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,女年十五而嫁。”(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)齐桓公

见老者七十无妻,在其治下有人老无所依,此乃治理不善之征。 从稳固社会秩序而言,无家室者更易

作乱,遂下嫁娶政令。 这表明确立婚龄制度之必要。 这些是对理想婚龄的权变调整,是经权在政策

层面的结合。 《周礼·地官·媒氏》有“媒氏掌万民之判”。 《管子·入国》言:“凡国都皆有掌媒。”在理

想制度层面,经典文献阐明国家设置专职官员管理婚配之必要,婚配由民间行为提升至国家行政职能。
国家由此部分代行父母的职责———安排子女婚事,一方面为增殖人口,另一方面为安顿鳏寡,并服务于

国家的劳动力与兵源储备。 因此,政府明确婚龄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国家的整体发展。 人口既是生产

力的核心要素,也是赋税与兵役的承担者。 人口规模越大,国家可支配的经济资源与军事资源就越充

裕,综合国力与国际话语权也随之提升。 汉儒正是依托此类经典文献所承载的治国理想,将婚事纳

入经学的经权框架,使理想礼制与现实治理得以贯通,从而形成更为系统与成熟的制度形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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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需辨明者,汉代婚龄制度实含三层面:其一,经学理想(男三十女二十),为汉儒据象数推演之天道;其二,礼
制规范,包含礼之经与礼之权(婚龄范围、奔者不禁、君士庶异礼),为经权思想在现实与阶层中的体现;其三,国家政

令(汉五算之罚),为现实政治对礼制的权变调整。 前二者属礼学论域,后者属政治实践,然皆本于经权之理。



再者,国家规定婚龄的具体时间,还需考虑到为人父母的生理基础。 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上古天

真论》:“二七而天癸至,任脉通,太冲脉盛,月事以时下,故有子。” [16]6 7“丈夫……二八,肾气盛,天癸

至,精气溢,阴阳和,故能有子。” [16]8 其述女性十四岁、男性十六岁初步具备生子的生理基础。 国家

规定婚龄,实质是通过制度性调配国民的生育时间以繁衍健康的人口,确保国家有持续的劳动力供

给。 然而,《白虎通·嫁娶》谓为人父母的年龄,至少是女性二十岁、男性三十岁。 女性十四岁天癸

至,只是初步具有生育能力,仍未发育完全,并不是生育的最佳年龄。 汉代王吉批评社会的早婚现象

时言:“‘夫妇,人伦大纲,夭寿之萌也。 世俗嫁娶太早,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,是以教化不明而民

多夭。’” [17]3064 男女早婚,未了解父母之道就有孩子,关于照料、教育子女的认知不全,孩子容易早

夭。 男女双方生理未熟,女性生育风险高,易致难产。 过早怀孕的胎儿营养不足,即使能出生也会免

疫力低下,容易夭折。 另,早婚者往往生理年龄偏小、社会阅历尚浅,在为人父母所需的心理准备与

养育能力方面存在一定局限。 《尚书大传》记载:“‘男子三十而娶,女子二十而嫁。 女二十而通织纴

绩纺之事、黼黻文章之美,不若是,则上无以孝于舅姑,下无以事夫养子也。’” [18]23 女子不通家务(如

不会纺织)、男子不懂知识(如不会作文),就没有侍奉公婆、父母与养育子女的能力。 况且,生理发

育人人必经,尤其是对女性而言,生育是一大鬼门关。 正如王充谓:“妇人疏字者子活,数乳者子死

……疏而气渥,子坚强;数而气薄,子软弱也。 怀子而前已产子死,则谓所怀不活,名之曰怀。” [19]29

故而,面对现实问题,政策上的权变在所难免。 但正因为考虑到生命的珍贵(仁),经学家才更强调二

十、三十的婚龄规定,以体现对人本身的关怀。
由阶层差异衍生的不同婚龄,不仅反映出尊卑之礼(经),而且通过赋予不同阶层各异的时间范

围(权),使社会分层固化,这一过程亦是经权合一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实践。 在礼制规范婚龄层面,帝
王的婚龄设定较早。 其核心逻辑是政治联姻与国本延续,此乃帝王政治逻辑的内在要求。 不过,汉
代君王的实际婚龄普遍偏早。 《汉书·外戚传》载:“月余,遂立为皇后,年甫六岁” [17]3958,指明上官

安的女儿做皇后时才六岁。 “平帝即位,年九岁……皇后立三月……太后时年十八矣,为人婉瘱有节

操。” [17]4009 4010 汉平帝九岁时就纳王莽的女儿为后,孝平王皇后在十八岁就成为了太后,可见结婚之

早。 这些极端案例是政治联姻的特殊产物,超出了常规礼制规范的范畴。 士大夫等贵族、官僚阶层,
在礼制规范婚龄层面遵循三十而娶的正礼,且婚龄有可调节的转圜空间。 其婚姻服务于家族的兴盛

与长久,因而需要仔细考虑各家族之间的利益关系。 东汉弘农杨氏、汝南袁氏等累世公卿的家族,彼
此之间通常形成稳定的通婚圈,从而构建排他性的门阀集团,以巩固势力、聚拢资源。 其现实婚龄选

择更多贴合家族利益,是经权合一在家族层面的体现。 至于庶民,在礼制规范婚龄层面以二十而嫁、
三十而娶为经,在实际婚龄层面则受国家政令严格约束。 其婚龄服务于国家,通过婚姻产生劳动力,
以便为国卖力(如徭役、兵役)。 《汉书·惠帝纪》有言:“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,五算。” [17]91 这

是保障礼制规范婚龄得以执行的惩罚性政令,不属于礼之权的范畴。 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提到春

秋时期齐桓公给百姓下令:“丈夫二十而室,妇人十五而嫁。”此为国家推行的婚龄政令,亦是礼制规

范的政策化权变。 由上可知,庶民之婚龄主要为政令所规制,常随国家人口需求而调整,成为国家劳

动力再生产规划的制度依据。 若百姓未能遵行,则会招致律法的惩罚,比如经济损失。 同时,平民自

身亦受传宗接代观念影响,其婚育选择也需兼顾家庭生产的实际需要。 家庭中壮劳力愈多,农业生

产与日常生计便愈有保障,故而百姓重生育、尤重生男,以此维系家族之延续与壮大。 至于私奔等非

常之举,偶见于史,尚不足以构成庶民阶层制度化的权变形式。 在理想层面,礼制追求“男有分,女有

归”的普遍婚配;但在实际运作中,不同阶层因利益诉求与政治地位之差异,其婚龄选择呈现出显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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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阶层分化。 由此可见,婚龄背后的实质是不同阶层的利益权衡,亦为等级秩序在社会生活中的折

射,更是经权观念在制度实践中的具体展开。
最后,婚龄规定是儒家“王道政治”的制度体现,是“仁政”的实践形式,亦是经权合一思想的现实彰

显。 儒家通过仁政思想将权变纳入经的话语体系之中。 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谓:“内无怨女,外无旷夫。”
孟子围绕“仁政”劝谏齐宣王,强调君主应推恩及民:齐宣王自言“寡人有疾,寡人好色”,孟子则引太王

之事,引导其将个人欲求推己及人,使天下男女皆得婚配、各有归宿。 此处,仁政并非对经的背离,而是

经的另一种实现方式:君主意识到几乎人人皆有的需求,继而施政于民,以较低成本、温和手段促进民众

和乐,如使男女各得婚配之宜,这恰好符合经的根本精神(阴阳和合、生生不息)。 具体而言,国家设定

婚龄并加以律法保障,通过刑罚等强制力量督导执行,能够有效提升平民的结婚率,稳定社会秩序、促进

社会和谐。 儒家的王道政治始终以礼乐教化为根本,以刑罚律法为辅助,在此基础上对民众进行道德

教化。 对婚龄的划定自然是统治艺术的一部分,也是“经”在复杂情境中的自我演化。
质言之,婚龄在各个阶层有所不同,但无论是早婚还是晚婚皆有其因,在于权衡利弊后的选择。

从上至下,表面看起来似乎越在上越有选择权,实则与各朝帝王掌握的权力、当时的国力、人口稀缺

度、其他政权的威胁性等因素都有关系。 不过,普遍而言,庶民阶层在婚龄选择上受国家政令与生存

压力的双重制约,自主空间相对有限。 因此,统治者对婚龄的设定展现了治理之术的精髓:经与权的

合一呈现在治道中。 以教化为主,使礼深入人心,在引导中促使个体自觉,从而达到目的;以刑罚为

辅,运用强制手段进行震慑与约束,方便在上者管理。 最终,服务于仁政理想的实现。

四、结语

“婚龄”是天道推及人事的呈现,亦是人道取法天理的回应。 汉代儒者对此的诠释融合了象数学

与《黄帝内经》等医学文献,以阴阳、气数、天癸、肾气等观念,从天象运行、人体生理到自然节律的层

面阐述人事的运行法则与底层逻辑。 据此可知,婚龄绝非单一数字,而是一套复杂的符号系统,它同

时承载着三重逻辑:宇宙、政治与生命,是儒家“天人合一”理想在制度设计上的微观实现。 对此,陈
寿祺所辑材料呈现出经学家的不同看法,如礼制规范、对婚龄数字的推演与争议等,反映出婚龄设定

的灵活性。 儒家婚龄制度中有“经”,即“女二十而嫁、男三十而娶”的规定及人各得其所的愿景;亦
有“权”,如为早婚、晚婚和身份差别构建的合理解释。 这表明,儒家在实际治理之中奉行“经权之

道”,一边是普遍、理想化的天道原则与礼制规范,一边是对现实情境的权宜应变和对不同阶层的区

别说明。 婚龄制度证明,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并非僵化的教条,而是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、以仁政

为核心的经权合一体系。 儒家在经的原则之下行权,既持守了至高的法则,又赋予制度应对现实的

机动性,使天道理想与人道治理得以贯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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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n - dynas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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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fucia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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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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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aptiv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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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qua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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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rmativ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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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anwhile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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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t
 

class
-based

 

differenc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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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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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fucian
 

scholars’
 

debates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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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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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ltimatel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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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gulatio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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